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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被掩盖的真相：毛泽东被捕后	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1-23	讯】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过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
由，政治人物脱党并不认为是名节大事，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泽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
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无人敢去议论，党外和国外人士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连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

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泽东
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
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
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
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剎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泽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
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
搜索。”

毛泽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
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泽东
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
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
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
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
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
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
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
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
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泽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
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
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
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大陆或大陆人到香港，或大陆亲邻来信，知道大陆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
人不能不信。大陆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大陆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大陆
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大陆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大陆亲友来信要米、要油、要肉，还有
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大陆“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
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泽东的为人和毛
泽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大陆逃来的人，将有关毛泽东残暴和荒唐的
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泽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
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
直把它存在记忆的资料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泽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
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对毛泽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
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
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泽东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
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
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反复加以研究论证，现将我
们复印的书籍资料简单介绍于下：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
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李瑗记载对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
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
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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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
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
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按：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
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泽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
间，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
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泽东领导
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
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按：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
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泽东
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干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
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內地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
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
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
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
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
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
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
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按：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
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泽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还有，毛泽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
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我们估计：潘心源这个人在中
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泽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
泽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
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泽东的功绩向毛泽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泽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
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
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泽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泽东和潘心
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泽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泽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被捕急智脱逃”的故事，是粉饰自己欺世欺人的行为。

中共建国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对抓他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
丁之外，还是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提高了团丁的阶级觉悟，在放毛泽东逃跑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这
篇谈话在毛泽东的湖南湘潭故居纪念馆有存稿展出，香港刘济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约两百多字，无须在这里写出。我们估计：这篇
谈话是毛泽东本人后来化精神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我们和几个朋友
研究了这篇谈话，并找几个湖南籍的朋友参加，认为谈话的语法和语气，完全和毛泽东生前谈话口气和著作风格相同。为什么“被捕脱
逃”事件，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党棍子笔杆子如此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伟大领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尽管怎样多方维护，乱真的假货，总会被人识破。用“文革”语句来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上多少疑案，经过人
们积年补充资料，发覆钩沉，最终都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
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
原形。我们对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有关“被捕脱逃”的疑点提问于下：

第一、毛泽东谈话只说当时被抓的人只他一个，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动并同时被抓，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我”是自己
一人，而“我们”是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识。毛泽东只提“我”不提“我们”，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
和斯诺如此谈，和斯诺谈话以前与他人谈话，包括党内交代，都是用“我”，一贯用来，不好改变也不想改变。当时，以至以往用“我”，除
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为潘心源、易学铁还有易子义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无人对证，所以胆大妄为，既不脸红，也不心怯，
这是道德坠落人格卑劣的表现，能骗则骗，只要骗人能对自己有利，对这样的人即使大骂一顿亦有何用。对他鄙夷一笑，亦觉得不值。

第二、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没有说出拿多少银圆贿赂团丁，但“贿赂”一事是他着力强调的，他忘记了在他被捕以后，他已是民团的俘虏，
他身上的钱财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体，都是民团的捕获物。照例，在检查时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要打要
押，权在民团头头手里。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贿赂，没有上峰开口，他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人，卒然之间亦难齐心合力
放人。而解到上级部队去，可以立功受奖，不担释放犯人的查办风险，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就被捕者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自己行动
和放言高论的自由，乱走几步，多说几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三、毛泽东说“士兵答应放我，而队长却不肯”，他没有说明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或全体士兵，也没有说明队长后来怎么能够同意，使人
难以相信这是真事，还是在说童话故事。像这样的事，没有士兵商量和队长同意的复杂过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泽东意图骗人，
可是又骗得不合情理，人们会问：用什么魔术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贿赂?他们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队长由不肯而变为肯，原因何在?不说
明其中理由和经过原由，人们永远难以相信。毛泽东喜欢读《西游记》，是否在编造这个“脱逃”故事时，也想过齐天大圣使用过的定身法
和动心术的神力。

第四、毛泽东被捕时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而捕他的士兵却是一队，有队长率领，至少十余人，不会是一两个。算他十个罢，几十块钱由十
几个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队长多少?给少了，队长会肯吗?更可疑的问题是：士兵接受毛泽东的贿赂，却又给毛泽东
留下七块钱做为“盘缠”路费一路走去，真是怪事!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队长，如此大发慈悲。不如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理论，提高了团丁众士兵们的阶级觉悟，使毛泽东不仅得到脱逃，而且一路有“七块钱”路费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如何?
只有毛泽东自己一人知道。我们推测：这“七块钱”路费，不是士兵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司令特
意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假话连篇，只有这“七块钱”的事是真话。



第五、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关于他逃走以后的事说得非常详细，简直不厌其详，比民团抓他以后和逃跑以前的事详细数倍，如说：“我走到一
处高地，那是在一个水塘的上端，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
索。”这段描述连细节亦不遗漏，很明显的是毛泽东为了掩饰脱逃神话，而着意捏造出来用以搪塞他脱逃的隐秘的。他原来是被绳子绑住
的，怎能挣脱?毛泽东是被绑着的一个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数。即使两个士兵押解一个绑着的犯人，都很难挣脱，何况士兵手里有
枪，队长手里也不会没有枪，如果枪响，逃犯很少不会被射中。既然是贿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赶。追赶不上竟至费时费力强迫农民参
加，不是故意白费力气。农民没有接受贿赂，搜寻时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出逃犯藏身之处，那
才是怪事。除非毛泽东有遮眼法，神通广大，否则，那些士兵、农民、包括队长在内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斯诺是个记者，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一个从大陆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说，他也曾对毛泽东这次谈话怀疑过，
只是不敢提出;又说，如果照中共“审干”、“肃反”以及文革时期“揪叛徒”方式来审问毛泽东，不“磕烂狗头”(一种严刑拷打的讯问形式)才
怪。一般人见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銮宝座，认为“被捕脱逃”事件在他整个历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时找不到有关新
的资料，管不了那么多。如今在斯诺的《西行慢记》有关的资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边区小学教师的调查，以及胡长水、李瑗等著述提出
的多种资料，有主证也有旁证，毛泽东重要关键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样的问题，不被毛泽东抓去枪毙，也
会死在打手们的拳脚之下，死于不见血的“非命”。说来一个有“被捕降敌”的重要历史关键问题的人，却用“抓叛徒”的名义和由头，对付政
敌并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这真是历史的滑稽戏。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成为专制极权寡头，他就为所欲
为。说来，专制极权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泽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陈晋著《毛泽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
社)、《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
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
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
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
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
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
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何键的支
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
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泽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
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
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醴
陵、平江、安源、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
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
期)。直荀(即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
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矿
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
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
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
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
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
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泽东涂脂抹粉，
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泽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
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
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
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
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
与毛泽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
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有关，换句话
说，毛泽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毛泽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脱险，潘心源、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
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



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
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泽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
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泽东被捕时候?

第三、毛泽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
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
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
早不迟，正是毛泽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
七日，毛泽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
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泽东后来强
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余，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溜溜地向不熟
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泽东吓破了
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泽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
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
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
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
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
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泽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
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
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泽
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当
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提出毛泽东的“被捕”历史问题，并不是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一生做了多少坏事，一个历史学家为他细数到三百件，还没有数到他丢
弃杨开慧、贺子珍以及到处乱搞女人的事。毛泽东在中共统治区内的形象金光闪闪，比神佛还尊严万倍。中共向来伪造历史，黑幕重重，
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发。自然，中共打击报复的“记仇心理”，曾经使无数正直人士受到残酷迫害，使人叹息扼腕。今后，
我们决定不再到中共统治区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们以真名发表文章，表示我们揭露中共真相的决心，要把毛泽东从威严尊显的神坛拉
下来。在过去几年的调查中，我们已掌握有关毛泽东问题另外两种资料：

一、毛泽东和湖南湘潭籍著名报人何海明的关系问题。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录》和《苏俄的工兵政策》等(二书皆残缺)书中设想和复述
及评论，为后来毛泽东搞“供给制”、“人民公社”、“民兵组织”所师法。何海明是否即是为“毛氏族谱”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为何海
明后来做了汉奸，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待查。

二、广东一位老教授曾经确实听得他的叔公说过，毛泽东和陈公博的关系非比一般。毛泽东到广东来，得过陈公博的很大帮助。毛泽东到
汪精卫兼任的宣传部做干事，是由陈公博引荐的。后来，汪精卫因为事忙，让毛泽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共即以此吹嘘毛泽东是
代理宣传部长，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和汪记伪军互相避战，夹击国军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如何能够把这两件事包括毛泽东所有的其他丑事、坏事、怪事，都全部揭露出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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